
 

 

 

 

 

 

 

 

 

华文教育制度史之外的思想暗线——兼评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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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为研究对象，引入隐性课程理论，从国际

中文教育视角重新解读了制度史之外的思想暗线。研究认为，语言教育内在地伴随价值

观念与文化内涵的传递，隐性课程在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

最后总结新加坡经验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重视隐性课程、坚持文化传播的平等对话、

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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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Hidden Ideological Thread Beyond Institutional History—A Review of Liang 

Bingfu’s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iang Bingfu’s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interprets the hidden ideological thread beyo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hidden 

curriculum. The study holds that language education is inherently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mission of valu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of Singapore’s experienc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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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idden curriculum, adhering to equal dialogu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balancing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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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既是海外华人社会文化传承与在地适应的缩影，更是多元文明交

融碰撞下语言教育变迁的典型样本。梁秉赋老师的《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2020，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以下简称“梁著”），系统地梳理了新加坡华文教育从起源、兴盛到转型的完整脉络，既

清晰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华文教育的制度形态、政策更迭与办学实践，也将制度变迁与社会语境、

思想思潮初步勾连，为我们研究华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启示，其中第四章关于华文教育的影响的讨论，

触及了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20 世纪的上半叶南渡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华文教育，将新文化运

动的思潮植入南洋学子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思想启蒙又与新加坡战后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构成了怎样

的血脉渊源？ 

本文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视角出发，引入隐性课程的理论，重新解读梁著中在华文教育史之外的

思想史暗线，探讨华文教育在文化传承、思想启蒙等方面的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以期丰富新加坡华

文教育的维度，同时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新思路。 

 

一、两大核心贡献 

梁著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以严谨的史料考据与清晰的叙事逻辑，完整呈现

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貌，对于我们了解新加坡华文教育做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个核心贡献，构建了新加坡华文教育身份转型的完整叙事线索，清晰勾勒出华文教育从中

国的侨民教育，逐步转变为新加坡的国民教育，最终成为国家双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件的三阶段

转型历程，这一点同时也是梁著贯穿全书的核心叙事逻辑。 

第一阶段为侨民教育时期（19 世纪末-1950 年代），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本质上是中国

教育的海外延伸，并未形成独立的在地教育体系。据梁著详细考证，彼时的华校多由华社宗亲、地

缘组织集资创办，其教材、师资、学制均与中国国内高度一致——教材多直接从中国运入，以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灌输侨民家国情怀为核心；师资则以中国南渡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不仅承担着语言

与文化教学任务，更带来了中国国内的思想思潮与价值观念，学制也沿用中国的中小学体系，核心

目标是培养心系故土的海外侨民。(pp.19-24)。 

第二阶段为本土化转型期（1950 年代-1970 年代），随着新加坡在政治上逐步实现自治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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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通过出台教育政策的方式，全面介入华文教育，逐步打破了华校自给自足的局面，将华校

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pp.51-71） 

第三阶段为华文教学时代（1980 年代至今），华文教育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再次发生转变，为与

前期区别开，书中将这一时期为华文教学。（p.74）双语政策之下的华语或者汉语，从新加坡华人

的母语降为第二语言，其核心功能也从文化传承转向实用工具，华语教学重点从传统文化浸润转向

语言工具训练，此时华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备双语能力且能适应全球化的应用型人才，华文

教学彻底融入国家双语教育体系，成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与多元民族和谐共处的一个重要组件。 

梁著的第二个核心贡献，是突破了单一的政策叙事或者制度叙事，以扎实的史料呈现了政府、

华社、华校三方在华文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互动博弈，这也是本书中最具说服力、最扎实

的部分。梁著并未将华文教育的制度变迁简单归因于国家政策的强制推动，而是细致梳理了三方力

量的拉扯与妥协，通过多个具体案例展现了互动博弈如何影响华文教育的发展轨迹。 

在侨民教育时期，博弈主要体现为华社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张力：殖民政府对华人教育采取

不管制但是同样不支持的态度，虽然它愿意给予华校津贴，但寄望通过这样的资助能使它得以影响

甚或管制华校(p.23)。维持华校的人士因此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与管制都满怀戒心。但也正因为

英国殖民政府不愿意设立官办的华文学校，也促成了华校遍地林立的局面。 

在本土化转型期，博弈变得更为复杂。核心是政府的国民教育诉求与华社、华校的文化传承诉

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华校一直以为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维持，且不一营利为目的，又不愿意接受殖

民政府的资助，所以经费并不宽裕。彼时战后局势也让大英帝国意识到，它不可能对原来的殖民之

进行长久的统治，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考量，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强势推行一项名为“十年教育计划”

的政策。当局希望通过这一“十年计划”落实免费的全民小学教育的同时，改变学校性质、重塑学

童的国家认同意图。 

梁著中以张瘦石与李光前的争论详细描述了当时新加坡中文学校此间的挣扎，彼时对华校性质

的“守”与“放”的抉择，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两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对自身和下一代的身份归属、

认同意识和效忠观念的定位。但是进入 1950年代以后，国际间冷战格局业已形成，新加坡及马来西

亚联邦自治与独立进程展开，种种的风云变幻，使得华侨学校的坚持越来越没有着力点，把华校发

展为华裔新加坡人的母语源流学校，已成为不得不然的选项。加之，南洋大学被合并，以及与升学

相关的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实施，华校同样需要兼顾学生与家长的未来发展期望，1986 年华文溯源体

系最后一批学生毕业之后，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就此走入新加坡的历史。虽然华校不复

存在，但是对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的工作并没有中断。 

在双语政策时期，博弈的焦点主要在于政治上华文教学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空间之间错位。政府

侧重华文的工具性，不断优化双语教学政策，平衡华文与英语的教学比重，但是对于大部分华族而

言，华语并非他们在职场中最广泛使用、深度运用的语言。在以英语为强势语言的社会环境中，华

文的生命力要得以维持，必须确保在华文师资和华文媒体等关键领域，能有数量足够且素质合格的

生力军填补和接班。 

总体而言，梁著通过身份转型的核心叙事与多方互动博弈的细致分析，完整呈现了新加坡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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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制度变迁全貌，还原了梁著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解读逻辑与研究框架。正是梁著清晰呈现的

身份转型历程，让我们能够进一步追问，在这些制度变迁的背后，隐性课程如何传递思想、塑造认

同，华文教育又如何通过这些隐性维度发挥其未被制度明确界定的社会功能。 

 

二、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教育家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在 1968年提出，其核心内涵是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通过教师言传身教、教材文本渗

透、校园活动实践、环境氛围熏陶等多种途径，潜移默化习得的价值观、态度倾向、意识形态与思

维方式。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分析工具，为解读教育实践中非制度化、非显性的教

育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梁著的核心在于华校教育的历史变迁，但是散布于其史料中有关华校师资构成、教材来源以及

学生言论的描述，为我们了解华文教育的隐性影响撕开了幕布的一角，启发我们运用隐性课程的分

析框架去探讨新加坡华文教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本节内容将从教师、教材、校园活动三个维度展开，以严谨的史实为基础，确保分析扎实、有

迹可循。 

（1）教师作为隐性课程的中介。梁著明确提及，侨民教育时期的新加坡华校，“其师资（尤其

是中学教师）更是大部分来源于中国”（p.56）。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在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之间，由于政治与战争的缘故中国的文化与知识

界人才不约而同地大规模迁徙到南洋地区，有研究指出，在 1880 年至 1949 年间，从中国南来新、

马并在当地从事文学创作的，有 121 人之多。这里的统计虽然是针对新、马文学的自中国而南来的

作者，但是这一数据对于当时中国文化与知识人士整体南渡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1920 年代的南

渡浪潮，其高潮在 1927年发生的“宁汉分裂”事件前后。1930年代的另一波南渡潮则与日本侵华战

争有关，尤其是在 1937年抗战全面兴起后。这里面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些南渡的文士大部分成长于

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他们正是直接受到“五四”思想影响的第一代与第二代读书人。 

从中国南渡至新、马的知识文化人士中，有一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比如活跃在新闻界和文艺界

的郁达夫、胡愈之和王纪元等。到华文学校去教书的知名人物更不少，比如老舍、吴天（洪为济）、

高云览、汪金丁、杨骚和王任叔（巴人）等。这些广为人知的中国作家，仅仅是南渡文人中的代表

人物而已，和他们一起汇合成南迁浪潮的，是人数众多但是姓名不为人所知者。 

这些南渡知识分子大多亲身参与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深受五四思潮的深刻影响，他们并非单

纯的语言传授者，更成为五四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向华校生传递的核心中介，其在课堂内外的言传

身教，构成了新加坡华文教育隐性课程的第一重运行机制。我们在老舍的《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中可以窥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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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我实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

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

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

开始觉得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 

 

文章没有清晰的描述华校学生当年的言与行，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学生们在思想上

探索上的劲头，可能不成熟、不清晰但是热情与勇气兼具。到了 1950年代，接受过华文教育的新生

代们，他们对于自身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那是一面对封建残余的铲除，一面是对殖民地主义者手里的扑灭。因为，

这些是时代的绊脚石，假如它们存在一天，美丽的明天便受到严重的威胁。（《星洲中正中学第十

一届高中毕业班（丙己组）毕业特刊》之《我们的话》，p.1） 

 

人是环境的产物，莘莘学子们所展现出来的思想面貌必然是与他们在学校所收到的教育有关。

正是这些成长于深受五四文化思潮影响的南渡知识分子以“教学”为载体，将民主、科学等理念，

逐步带入南洋华社与华校课堂。《联合早报》2019 年五四百年专题报道也补充证实，白话戏剧早在

1913 年就已传入新加坡，演出者多为养正学校等华文学校的师生，许多华校明确将戏剧作为推动新

思想的重要媒介。而这一实践的主导者，正是来自中国的南渡教师——他们通过戏剧指导、课堂讲

解、课外交流等方式，将自身所秉持的五四思想，潜移默化传递给每一位华校生，实现了思想浸润

的隐性教育。 

（2）教材作为隐性课程的“文本载体”。梁著经过细致史料考据后指出，侨民教育时期，新加

坡华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体与中国国内学校所使用者无异”（p.22）。这一判断并非孤立，而是

得到了教科书史研究的充分佐证，也进一步印证了梁著史料的扎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馆长，李金生，在其教科书史研究中明确考证，二战以前，新加

坡华校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数量都由中国输入”， 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

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

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

化学及生物等科，风行东南亚各地
1
。 

即便到了 1930年代后，出现了专供南洋侨校使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其内容也大多“依照

中国国内教科书系列为蓝本改编而成”
2
 ，核心选文、插图与价值导向均未脱离中国国内教科书的框

架。李金生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教科书，“由最早的启蒙功能，逐步转向后期作为民族主

义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工具”
3
 ，二战前新马华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深受他们所读的教科书

 
1 https://sfcca.sg/2025/03/08/走过一个半世纪的新加坡华校教科书/ 
2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nanyang-characteristics-in-textbooks-of-chinese-medium-

schools-1936-1957/ 
3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pre-war-republic-of-china-textbooks-and-the-southeast-

asian-chinese-1912-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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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们被教育为爱国（中国）、爱民族（中华民族）、人格正直的热血青年，具有浓烈的反殖

民、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一群
1
。据统计，1928 年至 1940 年间，仅因课文涉及三民主义、爱国主义、

反英反日等思想内容，被英国殖民政府禁止在新加坡华校采用的教科书就多达 800 余种——这一数

据本身，恰好反证了中国教科书中所承载的五四思想内核及其强大的政治冲击力，也说明教材作为

隐性课程的文本载体，始终在潜移默化中向华校生传递着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念与家

国情怀。 

对于新加坡、马来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族学童来说，晚清至 1919年五四运动前出版的教科书，

不仅传授了新的科学知识，还帮助他们塑造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现代”价值观。 

（3）校园活动作为隐性课程的“实践场域”。 

侨民教育时期至本土化转型初期，新加坡华校普遍开展戏剧演出、演讲比赛、读书会等各类课

外活动，这些未被纳入正式教学计划的校园活动，并非单纯的课余消遣，而是隐性课程的重要实践

场域，成为五四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影响华校生的重要载体。 

早在 1915年，养正学校学生便组织了白话新剧社，演出了《毒妇现形》《好男儿》《同恶有报》

及《假狗案》，开本地学生演剧风气之先。据柯思仁统计，从 1919 年开始至 1920 年代，本地有多

达 40多所中小学校均举行了各类学生演剧。学生通过演绎五四题材戏剧、参与相关演讲讨论，不仅

深化了对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认知，更在实践中践行着这些思想理念，使得隐性课程的

思想浸润，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践行”，进一步强化了隐性教育的效果。正如梁著中总结

的那样： 

 

这场 20 世纪初期肇发于中国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运动，……，曾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为当时新

加坡与马来亚半岛上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一代人，在培养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自决的意识上提

供了重要的养分。（p.32） 

 

在梁著中虽未曾提及隐性课程这个概念，但其通过教师、教材、校园活动三大载体，完成了对

华校生从认知到情感的塑造，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华文教育超越语言教学的深层价值，更承载了华

文教育的文化传承与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正是梁著所聚焦的教育史之外，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具价

值的隐性维度。 

 

三、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通过挖掘新加坡历史中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的社会功能，探寻五四思潮与华校生政治意识之间

的内在关联，不仅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维度，更让我们教育的本质、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

重新审视国际中文教育未来的发展。 

1.语言教育的本质从来不只是语言教育。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专

 
1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pre-war-republic-of-china-textbooks-and-the-southeast-

asian-chinese-1912-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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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镜鉴：语言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技能传授活动，其背后始终承载着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与身份意识的传递，这种教育溢出效应，有时比显性的语言教学效果更深远地影响着

学习者的精神世界与思想意识形态。侨民教育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初衷是：传授华语、传承中

华文化，但在隐性课程的浸润之下，五四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等理念传递给了华校学

生，甚至将思想意识转化成为反殖民的政治行动，这一历史事实深刻表明，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其教育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思想与价值的传递，这是语言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我们国际中文教

育事业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技能、轻文化，重显性、轻隐性的倾向，我们

不能将国际中文教育简单等同于汉语语言技能培训，不能只关注学习者 HSK成绩的提升、语言表达

的流畅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所附着的文化内涵、思想传统与价值理念的传递。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的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教材内容、教师言传身教、课堂互动等途径，接触并感知这些隐性内容，而

这些内容，恰恰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甚至影响其自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

选择，而这正是国际中文教育区别于普通语言培训的核心特质，也是我们专业的价值所在。 

2.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隐性课程理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的益处效应，为我们国际中

文教育专业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我们应自觉将隐性课程的分析视角引入国际中

文教育领域，突破从教学方法到课程设置研究范式，拓宽专业研究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具体而

言，我们的研究与实践，不仅要关注教材写了什么、教师教了什么、教学大纲要求了什么等等这些

显性课程内容，更要关注学习者从课堂中、从教学实践中额外学到的东西——包括价值观的潜移默

化、态度的悄然转变、文化认同的逐步建构，这些隐性因素，往往更深刻地影响着学习者与中文、

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决定着国际中文教育文化传播、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核心目标的实现效果。 

从研究层面来看，有必要加强对国际中文教育中隐性课程的系统性研究，深入探讨国际中文教

育隐性课程的具体形态、运行机制与影响因素，分析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语境之下，隐性课程

的呈现方式与作用路径差异；借鉴教育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教材选文、教师

素养、课堂氛围、校园文化等隐性课程载体，对汉语学习者文化认知的影响，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专

业的理论深度。 

从专业实践层面来看，我们应主动将隐性课程理念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全过程。例如，在教

材选择上，不仅要注重语言知识点的系统性，更要注重选文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导向，兼顾经典性与

时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避免简单的文化符号堆砌；同时在教师培养中，引导教师通过言传身教

来传递中华文化，在课堂互动中引导学习者正确认知中西方文化差异，避免生硬地显性地说教式文

化输出。 

3.负责任地理解和引导文化传播。我们强调注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隐性课程与教育溢出效应，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隐性课程进行严格控制，更不意味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恰恰相反，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有更自觉地文化传播伦理，在推动国际中文教

育、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让文化传播既坚守自身内核，又能被学习

者所理解和转化才是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从业者需要持续思考和践行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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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坚持尊重差异、平等对话的原则。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

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我们在传递中华文化、开展隐性教育的过程

中，不能持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态度，既不能将中华文化视为唯一标准，更不能试图通过隐性课程去

改造学习者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学习者以平等对话的视角，看待中

华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的差异，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让中文学习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

让隐性课程成为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坚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传递的中华文化资源与思想传统，应是开放的、

包容的，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也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与社会风貌；既展现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不回避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在隐性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避免单向输

出的模式，多采用互动式、体验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习者主动接触、思考、理解中华文

化，让他们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认知水平，自主解读和转化所学的文化内容，而不是被动接受标

准答案。让文化传播真正成为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让学习者在尊重差异、平等对话中，实现对中华

文化的理性认知与真诚认同。 

最后，注重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尊重在地社会语境，实现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际中

文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语境差异，若一味追求标准与统一，忽

视在地社会的需求与语境的区别，必然会影响华文教育的效果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代国际中文教

育应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原则。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根据在地

社会的文化语境与学生的需求，进行本土化调整，让华文教育更贴合在地实际；同时，坚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在本土化适应与国际化传播中寻求平衡。 

 

结语 

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所呈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历程，尤其是制度史之外的思想

暗线、隐性课程，在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内涵的同时，也为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启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已进入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文化差异、身份认

同、课程设置等诸多挑战，要自觉引入“隐性课程”分析视角，丰富专业研究与实践的维度，自觉

树立文化传播伦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中华文化的负责任传播，纠正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实践

中的偏差，提升专业实践的质量与水平，更能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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